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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辽金文学国际学术论坛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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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2006年6月22日至26日，中国辽金文学国际学术论坛在大同举行。本届会议由中国辽金文学学会委托山西大同大学和大同市文物局

举办。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日本的60余位专家学者会聚于历史文化名城大同，对于发生在祖国北方的辽金文学进行了广泛的研

讨和交流。提交会议的学术论文40余篇，会议论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辽金文学的地位和意义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周惠泉先生在《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引发的思考——兼论辽金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一文指出：中

国古代文学中各民族文学的关系,是伴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形成的进程出现的,实乃客观存在、不容回避。特别是我国北方民

族在塞外的崛起和北方民族文化的发展,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格局带来了游牧文化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宝贵元素,有力地

促进了中国文学的演进流变、整合更新。他尤为精辟地指出：至于两宋、辽金并立共存时期文学中出现的一味追求“穷极辞藻、牵引学

问”的不良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主流文学缺乏勃勃生机和发展动力而走向模式化、凝固化的结果,亟待来自北方民族和北方地区

民间文化的原始活力加以救济与补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辽、金时期的番歌俚曲、小说院本等通俗文学的发展与繁盛,才在金末元

初引发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次白话革命。倘若中国文学没有借助这一契机整合更替、转型新变,中国文学要想有效突破模式化、凝固

化的趋势是难以想象的。而辽、金、元时期在“异族之下”的三百年俗文学所以能够颠覆雅文学的主流地位,正是在北方民族文化南渐

的过程中其自然真率的话语方式大行其道的结果。而北方民族的话语方式,同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中国文学中各民族文学相互关系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学的学科建设来说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意义的重大课题。 

二、辽代诗学思想与城市文化 

    辽金诗学研究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其成果对辽金诗词的研究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张晶的《辽代诗学思想论衡》指出，辽

代诗歌创作体现着北歌传统与中原文化相融合的痕迹，是北歌传统和宋诗相融合的产物。辽代诗歌是中国诗史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其

意义不在于艺术上如何成熟而精致，而在于以其清新质朴的形态为中国诗史充填进新的质素。辽代诗歌创作的主体是契丹族诗人，而且

尤以上层人物为主。辽代没有专门的诗学著作，其诗学思想主要指在诗歌活动中体现出的一些倾向。如辽代诗学思想更重视的是诗的政

教功能，辽代诗歌有着尚实尚质的导向等等。这种把辽代诗学思想纳入中国诗学思想史来关照的大胸怀大手笔，是这次会议的亮点和重

要收获，更是将辽代文化的诗学特殊性推向了新的研究高度。黄震云的《辽代的诗歌与城市文化》更是将辽代的诗歌中少许关于城市的

描写与城市观念的表现呈现给大会，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弥足珍贵的辽代城市建设和开始出现的夜生活——宴会，而且也看到了辽代统治

者以华夏正宗的主人身份出现，说明辽代的统治是天意和天下人之意，表达的是天人合一的盛世气象。特别是辽代诗歌中对城市环境、

地理、风物、生活、礼节和服饰等不同程度的艺术表现，也具有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值得我们在辽金元诗歌研究中加以重视。 

三、辽金文学研究中的民俗拓展 

    辽金文学研究中的民俗性研究日益得到与会学者的重视，这不仅体现了辽金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新角度，而且也拓展了辽金文学研究

的学科领域。此次会议李正民提交的《董解元〈西厢记〉的体裁及其民间文艺特色》和《〈西厢记〉诸宫调的民间文艺特色》更是从



《董西厢》的体裁、“杂剧”与“院本”名称辨正、《董西厢》的民间文艺特色、诸宫调——话本与散曲的联姻、化雅为俗的审美创造

和《董西厢》民间曲调之渊源及影响等方面，探讨了民间文艺对《董西厢》创作的影响。黄震云的《白马青牛的神话传说与契丹民族的

形成》仔细研究了关于契丹的史料，认为契丹出自黄帝，后入漠北，到微子以白马为姓氏，然后演变成白马青牛职务官称，契丹民族三

祖三变的传说的第三次变发生在汉代，进入游牧时代，契丹民族图腾开始重新确认，也就是白马,翻译成契丹语就是契丹。田彩仙的

《辽代自娱性乐舞浅析》从娱乐文化角度，探讨了契丹族在保持本民族娱乐方式与娱乐内容的同时，吸收汉族娱乐文化的诸多精髓，将

其化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如古代汉族在阴历三月上巳日，人们到水滨嬉游，祓除不祥，称为“修禊”，后来变为文人宴饮赋

诗与踏青春游的活动。辽代承袭这一娱乐活动，辽兴宗在“修禊”日“幸后弟萧无曲第，曲水泛觞赋诗。”此外，文章还就自娱性乐舞

的形式与特征进行了有深入的研究。薛文礼的《赵秉文诗歌民俗文化探微》从民俗学的角度对赵秉文诗歌中的民俗文化进行抉微，主要

探讨了生产民俗、饮食民俗、服饰民俗、节日民俗、信仰民俗和游艺民俗对赵秉文诗歌创作的影响，开启了赵秉文诗歌研究的崭新视

野。 

四、金代诗词研究 

    本次会议的金代诗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个案研究上。颇具代表性的几篇论文是：赵维江、褟志德《李俊民词综论》从宏观的角

度论述了李俊民的词的艺术价值，指出了在隐逸生活与隐逸情怀的日常化写照上，鹤鸣老人的词体现了词在走出艳科之后的基本趋向，

一方面它承担了诗中部分言志的任务，但这部分任务一般说来，有着相对轻灵的、怡情的性质，比如隐逸。而诗所表现的那部分庄重、

深沉的与政治、时事直接关联的内容，仍然不属于它的表现范围；在由寿词与梅词看庄靖词的交际性能与言志性能上，鹤鸣老人的词揭

示了词体功能蜕变之后一种表现；在冲淡和平的词风与雅俗共存的語言形式上，鹤鸣老人的词表现了金词风格豪放质朴的体式、刚方青

劲的文风和雅俗共存的开放词风。彭国忠在《从题序看金代文人词的创作》中指出，岁时节令、寻访游记、祝寿庆吊、送别感怀和酬唱

赠答，是金代文人词的创作重要因素。吕肖奂《王寂题画诗析论——金源题画诗个案研究之二》指出王寂题画诗现存二十八题四十四

首，其中关于一些金源画家、收藏家的信息，对研究金源绘事有文献价值，让人们了解金源诗人与画家之间的关系；其题画诗题咏的金

源绘画，显示出金源绘画与诗歌有共同的隐逸倾向，还透漏出画与诗在审美对象选择上具有的民间特色与民族特色；从诗人如何处理绘

画这一对象，以及在处理绘画主题上表现出的诗歌表达能力，可以确立王寂在金源诗歌史的地位。赵琦提交的论文《朱弁〈风月堂诗

话〉的卓识与其诗歌创作的悖论》，论述了作为诗论家的朱弁著有识见高明的《风月堂诗话》，不仅在宏观上提出了形象思维创作论的

雏形，而且在微观上品评了诸多宋诗的名家之作。杨忠谦《论金代中期的文化生态及隐逸自适诗风的形成》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出发，论

述了影响汉族士人人生价值判断的来自女真政权的一些措施、行为及其产生的背景、影响，指出宗教也是影响金代中期文化生态的重要

因素，特别是随着儒家思想的消解，追求个体精神自适化与世俗化的佛教的“解脱”之学和融通三教的心性之学，在思想环境相对宽松

的金代社会中深度渗透，在金中期形成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多元的价值取向。最终导致汉民族儒、道哲学支撑起来的隐逸文化，逐渐

兴盛起来。 

五、辽金散文研究 

    何贵初在《二十世纪辽金散文研究综论》的引言中指出：二十世纪古典文学研究当中，“辽金文学”研究是被备受忽略的一环，往

往寄生于“两宋文学”，总是寥寥几笔即行打住，而“辽金文学”中古典散文的研究尤其受到冷落，甚至可以说是荒芜了的花园。文章

正文从概论、分论、总集和选集、近人选注本、年谱和工具书、散文评论六方面对辽金散文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和论述，所收集的资

料包括大陆和港台，公开出版的专著、发表的论文以及硕博论文，可谓资料全面，论述详尽，给学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最后，何先生

又指出当前辽金散文的研究有五个值得注意的环节：辽金文献的整理、辽金别集的校注、散文选注本的普及、专家文的研究和断代史的

撰写，并对辽金散文研究的未来充满期望，认为“辽金散文研究必有一番新景象”。王永在《试论女真民族性格与金代散文风格之关

系》一文中指出：金代女真族的民族性格浸染到北方地区作家散文创作之中，使得散文的风格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要而言之，其间关

联主要有勇悍猛鸷的个性与气骨格调的劲健、纯朴质实的旧俗的与剀切直言的追求、纵酒聚谈的嗜好与叙事传奇的倾向这三个方面。认

为这种民风向文风运动，展现了充满新鲜活力的女真文化对传统散文中雄健质朴气质和叙事谈辨传统的激活，并为文学由中古向近古转

变注入了很多先导因子。 

六、诸宫调研究 



    张兵在《诸宫调的宫调和曲调》一文中从诸宫调和鼓子和话本等同时代的不同艺术的比较中，突出诸宫调的音乐属性，并把元人普

遍认同宫调与情感的关系名之为“宫调声情说”，指出首先，不同时代对于各种调式的声情感受也会有所变易，“宫调声情说”只是元

人的审美感知，而审美感知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的，所以，在宫调的选择和内容的表达之间确定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应该是

和谐的，对于所要表达的内容，作家选择何种宫调是有限制的，在这里，艺术规律的内在机制所起的作用特别重要。其次，诸宫调的艺

术体制也在与日俱进。随着它的演出市场不断扩大，在民众中也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曲调厌烦组合的这种由一曲一尾到多曲一尾的

嬗变，正是这一演进轨迹的反映。李正民在《董解元<西厢记>的体裁及其民间文艺特色》一文，首先对《董西厢》体裁的进行了确认，

指出最权威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作者董解元的自白，并通过反驳刘洪涛先生的《金院本与〈董西厢〉》所持的论点，对《董西厢》的体

裁为诸宫调再次进行了确认。其次，对“杂剧”、“院本”的名称进行辨正，认为“杂剧”、“院本”二词，均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

释。广义的“杂剧”相当于“百戏”，为多种滑稽表演、歌舞、杂戏、伎艺的统称。“百”状其种类之多，“杂”状其种类之异，宋杂

剧即其例。狭义的“杂剧”，则专指宋杂剧中的高级形态或元杂剧。广义的“院本”，即《太和正音谱》所云“行院之本也”，如《辍

耕录》所载“院本名目”690种即是，与广义的“杂剧”相近。狭义的“院本”，则可指包含诸宫调在内的690种中任何一种名目。诸宫

调可以称作院本，正如“相声”也可称之为“曲艺”。但官本与院本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有兼容的。而且特别指出：被索至金的宋艺

人与金艺人的交流、互补以及教坊与行院的互相影响，造成官本和院本的部分兼容。最后，归纳了《董西厢》的几种民间文艺特色：诸

宫调是由韵散两种文体交织而成的话本与散曲联姻的宠儿；以浪子风流自许的叙述主体；化雅为俗的审美创造；《董西厢》民间曲调之

渊源及影响。尤其着重指出《董西厢》在化雅为俗的审美创造方面的五种表现：１.“救命难从礼”的人本思想和“爱情至上”的价值

观念；２.“以己度人”的人物形象塑造；３. 单线索结构和大团圆结局；４. 雅俗错综的语言特色；５. 调笑打诨的民间文艺传统。 

七、《元遗山诗集》与《中州集》研究 

    近年来，元遗山及其著述的研究颇受学界关注，其研究成果体现在《元遗山诗集》和《中州集》上。一、对《元遗山诗集》的文献

考证。狄宝心《对〈元遗山诗集〉校勘的思考》明确提出校勘三原则：即校勘目标旨在恢复原作面貌；校勘原则应是求真不求善，以符

合作者本意为准绳；对异文的是非优劣应表明校者的见解。这是本次会议在文献考证上的重大贡献，它不仅纠正了长期以来在文献考证

上存在的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而且也为辽金文学中存在疑义的其它著述提供可供参考的范本。张静秉承了其师狄宝心严谨的治学风

范，在《略论历代遗山集序的时代特征》中以历史考证的客观态度，追述了自元中统三年（1262）到清光绪七年（1881）读书山房重

刊，长达六百多年中近二十篇序引的时代特征。不仅托出了历代序作者对《元遗山诗集》的评判，而且也彰示了序引撰写中著述者不同

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和学术风范等时代特征。 特别在元代中统本、曹益甫本及黄公绍本序引中，针对元好问人品评价、针对其诗文

风格、文学成就的评价和由金入元遗民的民族意识论述；在明代李瀚本序及潘是仁引中，针对体现明人文学评论中的史学意识和体现明

中叶以后士人的正统观的评价；在清代华本序及张穆本序中，针对民族认同感和清代汉学注重客观的求真存真的历史责任感，进行了卓

有成效的探讨，不仅为元好问诗文集的传播和流传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而且折射出不同时代的思想文化学术特征，从另一个侧面为研

究学术史提供了例证。二、对《中州集》的史学价值关注。裴兴荣《“借传以存史”——〈中州集〉史学价值新论》通过对元好问在编

纂《中州集》的过程中渗透着浓厚的史学思想、《中州集》作家小传是研究金代历史人物的重要参考资料和《中州集》作家小传的其他

史料价值的研究，给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结论，那就是《中州集》不仅是一部诗词选集，也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史学著作。其文学价值自

然是体现在其中所选的诗词作品中，而其史学价值则主要体现在作家小传部分。《中州集》所具有的这种双重性质，使得它不仅在金代

文学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在金史研究中也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八、个案研究：金元文学巨匠——刘祁、王若虚、郝经 

    对于金代文学巨匠刘祁、王若虚和郝经的关注，本次会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杜成辉的《刘祁及其家族研究》，他在论

文中阐述道：“浑源刘氏家族为金代享誉全国的科举世家，自金初至元（蒙古）初，五代共出进士九人，被誉为‘丛桂蟾窟’。刘撝为

金代首科词赋状元，他的两个儿子刘汲、刘渭，三个孙子刘偘、刘似、刘俨和两个曾孙刘从益、刘从禹也都进士及第。入元以后，玄孙

刘祁又在蒙元时期的首次科举考试中夺魁南京。金元两代，刘氏家族共出进士九人，有正式官职者26人，可谓人才辈出。刘撝为金代词

学宗师，当时名士大夫多出于其门下，号称‘金百年文宗’；刘汲为金代自适派诗人的代表人物；刘从益政绩在当时几乎家喻户晓，其

文章也为一时大家；刘祁年少时即‘文名满天下’，为蒙元初文坛领袖，《宋元学案》说他‘以文与元裕之齐名，亦见赏于滏水诸公，

传其父学’。刘祁和弟刘郁不仅享誉金元文坛，被誉为晋代的陆机和陆云，而且有史学著述流传后世，在国外也有一定影响。刘从益与

刘祁、刘郁父子三人为后人留下了必传之作，与汉代著名学者刘向、刘歆有相似之处，而在文学界的地位则与宋代三苏相类，为保存史

实文献，弘扬道学，振兴文风做出了杰出贡献。”他进一步指出研究这一家族的历史，特别是对金元文学影响较大的五位刘氏家族成员



 

的历史，对于深入了解金元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是关于王若虚和郝经研究。赵兴勤在《郝经诗歌艺术论》指出：“郝经存诗有限，

但其豪纵劲健之诗风，却历来为人所称道，堪称元代诗坛之著名诗家。通过对其诗歌作品的解读，我们发现，郝经以‘澄清四海’之壮

志熔铸阔大雄放之诗境，忧事伤时之情怀与沉著痛快之风调互为胶结。在诗人的笔下，景物之赋形、著色，传述出沉郁孤凉而又暗潮汹

涌的主观情感，形成了自己奇崛宏肆的艺术特色。有元一代，虽然理学与主流文学的合流已然彰显，但是同样作为思想家的郝经在艺术

创作中却没有‘以诗注经’，而是抽身于‘性’、‘理’之外，流露出较为鲜明的现实指向。” 方满锦《王若虚之文论及对欧苏黃之

诗文批评》探讨了王若虛的文论主张：即以意为主、巧拙相济、文无定体、平易自然及反次韵，并介紹王若虛对欧阳修、苏轼和黃山谷

等名家的诗文评价及修辞之失，此外，又介绍王若虛对江西诗派的批判。 

    在闭幕式上，张晶教授作了题为《多元发展的辽金文学研究》的主题发言。他从辽金文学整体发展的高度论述了辽金文学研究的历

史意义，指出辽金文学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区域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民族历史再现、民族文化传承、民族文学丰富发展的重要问题。他还

指出辽金文学研究的飞速发展得益于三个法宝：一是学会团结、培养、造就了一批学有专攻的辽金文学队伍，为辽金文学的发展奠定了

扎实的基础；二是辽金文学研究突破了以往只重视文学研究，不关注历史文化、哲学教育、民俗考古等领域拓展研究的弊端，呈现出多

元发展的态势；三是学者们借助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解决辽金文学研究中存在的文献资料发掘、整理和甄别的问题，

在研究方法的丰富发展同时为辽金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最后，张晶教授希望大同及大同周边的学者一定要深入发掘大同地区丰富

厚实的辽金元文化遗产，将沉睡千年的辽金元文化借助文物考古、民俗研究和文献发掘奉献给世界。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专题古代文学的相关文章

· 梳理金元文脉 突出遗山主峰

· 试谈《萨迦格言》的辩证法思想

· 元代蒙古文化泰斗搠思吉斡节儿

· [薛克翘]读《西藏王臣记》

· 论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的文献特点和庋藏形


